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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西洋史經驗談—陳正國教授訪問記錄 
受訪者：陳正國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副研究員）  
採訪與撰稿：歷史系碩士班二年級劉得佑同學 
 
【編按】 
 陳正國教授為英國愛丁堡大學歷史學博士，時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副研究員。陳教授主要的研究方向為 18 世紀的「蘇格蘭啟蒙」問題，以及先進

啟蒙國家與後進啟蒙國家之間的比較研究，並以中、英文發表許多專著、書評，

對學界的貢獻卓著。做為一位優秀的西洋史學者，陳教授是如何對西洋史研究與

啟蒙相關議題產生興趣的？就讓《臺師大歷史系電子報》透過這次面對面的訪談，

帶您一起了解陳正國教授的學思歷程。 
 
Q1： 

相較於治中國史與台灣史者，台灣史學界對於西洋史的研究較少。所以很好

奇的是，陳教授對於西洋史的關注是從何時開始的？是因為讀了某本書，還是因

為選修某堂課程所產生的興趣？ 
 
A: 我對於西方社會或西方知識的興趣是很早的，比較明顯是在大學的時候。但

當時我對西洋史本身並沒有特別的興趣，反而較關注於西方社會與西方知識的問

題，因為在我們那個年代，社會學是很多同學關心且興趣濃厚的。而我真正對於

西洋史研究產生興趣是較為晚期的事，主要是因為在就讀研究所期間，我報名並

考上教育部的公費留考，所以才開始比較專注、認真地去研究與學習西洋史。 
而在我就讀大學期間，輔大歷史系西洋史與中國史的師資比例、要求修習的

學分數都是一比一，所以我修了很多西洋史的課這是事實，但並沒有特別喜歡西

洋史。相對而言，那時候比較吸引我的反而是中國史，我最有興趣的是秦漢到魏

晉，還有中國近現代。對於這兩個斷代的興趣是產生於中學時期，但後來因為公

費留考的關係，我並沒有在這兩方面從事特別專業的研究，反而進入了西洋史的

世界。 
 不過對於走上西洋史研究的道路，我認為還是有跡可循的。在我求學的

1970-80 年代，那是一個相當變動的時期，這個變動指的是一種運動方向，也就

是所謂的現代化，尤其是認識社會方式的現代化。在這種情況之下，很必然的，

我們對於西方社會的性質開始產生興趣，並嘗試進行探索。所以誠如我剛剛所言，

在 1970-80 年代的台灣社會，對於西方社會學、哲學與政治學等學科的興趣十分

濃厚，甚至超過史學，且這些西方學術對於當時個人的知識探索、訓練而言，產

生了很大的影響。 
 但當時我們對於社會學的關注，主要是集中在古典社會學而非現代化理論，

如韋伯、馬克思、涂爾幹等人的著作，尤其是馬克思和韋伯，在台灣的影響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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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同時也因為這樣，我開始接觸到一點點的歷史學，因為我認為這些社會

學家在某個意義方面而言也是歷史學家。歷史研究在古典的意義上，跟今天稍有

不同，古典的歷史學研究專注於較大的社會變遷，也就是所謂的 Great 
transformation，因此它跟古典社會學之間的對話性非常高、非常強，關心的層面

亦有許多重疊，只是在態度上跟方法上會略有不同。所以，可以這麼說，我會走

上歷史研究，尤其是西洋史的研究，甚至是我現在關心的研究主題，都跟古典社

會學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Q2： 

從陳教授的簡歷當中可以知道，教授是英國愛丁堡大學的歷史學博士，那您

在求學的歷程中有沒有一些特別深刻的回憶或經驗？還有在這個過程中有沒有

碰到一些挑戰，如果有，是如何去克服的呢？ 
A: 
 每一個人的經驗都不一樣，A 的經驗對於 B 來說不一定特別有效或有意義，

不過還是有一些結構上的東西是大同小異的，例如語言。在外地求學時，整個語

言環境是改變的，在英語世界你就要用英語閱讀、書寫，這當然很困難，如我個

人的興趣是思想史，思想史對於英文的要求不僅僅是一般口語的程度，它的細緻

度要更高，對當時的我來說是最大的挑戰。 
不過話說回來，我覺得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我們能力，做我們能做的，這樣

而已。而且我也不覺得現在的我克服了語言的挑戰，因為如果是學習外國語言，

這種障礙是一輩子的，沒有所謂克服的一天。如果有可以被稱為是克服的過程，

大概就是你寫的東西從沒人看得懂，到有人看得懂，再到有人說還可以，這種慢

慢改變的歷程。而這樣的歷程對我而言，我不認為這是一種挫折，因為我知道它

是必然存在的，我會告訴自己：「做就對了！」。 
 相較於語言，我覺得跟老師之間的互動，對我而言是比較能被稱之為挫折的

東西，但我想這個不是因為在國外，而是全世界都會有的情況。在台灣，我們找

指導教授時，基本上是對這位老師是熟悉的，知道其習性、個性與學術傾向，因

此我們會很清楚為什麼選擇這位指導老師。但在國外，這些前提都是不存在的，

我們對於老師很陌生，所以我們要常常跟老師的基本性格、學術觀點作對話、磨

合，這需要一點時間。在我年輕的時候，我以為這點跟學術本身無關，但這確實

是個具體、現實且需要克服的問題。而有些問題是我們可以掌握的，例如英文程

度不好，可以每天多花兩小時來改進，這是可以掌握的。但你跟指導老師之間的

關係，這不是你能掌握的，需要多一點時間去摸索。 
 在英語世界裡，指導教授會是你第一個或是你最重要的讀者，我們寫東西需

要專業的讀者認可，指導教授就是第一位。所以，這部分對我來說是一種重新的

體驗與學習。因為在台灣，師生的關係比較自在，但在英國卻不是如此，英國師

生之間的關係非常非常密切，如果師生之間關係疏遠反而是出了問題。因此，這

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學習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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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 

據陳教授於史語所網頁上的簡介中可以知道，陳教授十分關注蘇格蘭啟蒙與

西方現代性開展的議題。想請問陳教授是在什麼時後產生對於該議題的興趣與關

注呢？ 
 
A: 

這個問題其實很單純，主要是我的英文比德文、法文好，如果要做歐陸啟蒙

的話，我的德文與法文還不夠好。因為受限於語言，我比較能夠處理英國啟蒙的

問題，這是最基本的原因。不過還有一個原因是，在台灣大家都讀英文，卻沒有

一個人好好研究英語世界的啟蒙問題。雖然我們從小學一年級、二年級就會讀英

文，可是現在台灣有人研究美國啟蒙嗎？這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 
 上述的原因雖然很單純，但我還是相信在選擇研究題目時，仍然存在某種程

度的偶然性與必然性。必然性是指，當你選擇一個博士論文題目時，你已經到 25
歲左右，20 年來你的世界觀、你被影響的東西，已累積到一定程度，你會選擇

什麼題目其本上已定型。除此之外，你也透過這段時間，認識到自己的長、短處，

不能做的題目就是不能做，這就是我所謂的必然性。以我的經驗來說，英文就是

一種必然性，因為要在短時間內，重新學習一種語言並拿到博士學位，這是很困

難的。  
 同樣地，我也認為在選擇題目時，應該從自身的「限制」出發而非「可能」，

去思考問題。因為可能是無窮的，我們要好好看我們的限制是什麼。以我自己的

例子而言，我的限制就是英文。但我所謂的限制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層面的意義，

即我們的知識積累在選擇題目時已經定型，這也會影響到自身的選題。 
我對於蘇格蘭啟蒙的關注起源於 1990 年，這個議題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一個新發

現，就我所知，那個年代的台灣，討論蘇格蘭啟蒙的人還非常少。選擇這個題目

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我拿到公費，要出國去念書。但我的西洋史知識，卻不足

以讓我選擇一個適合的論文題目，因為我所知道的都是常識，如法國大革命。 
至於為什麼會發現這個題目，是與你(我)們所熟知的一個歷史人物有關，即

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因為他是我印象最深刻，有興趣，且又是英語世界

中的重要人物。但說實話，在 1990 年代，我們對於他的了解十分有限，當時沒

有一本教科書告訴你他是哪裡出生的。對於研究歷史的人來說，你研究一個人，

不知道他是哪裡出生的，等於是沒有這個知識。除此之外，「蘇格蘭」的概念亦

很少出現在課本中。所以，「蘇格蘭啟蒙」這個詞對我本身來說是一種發現。 
 那我是怎麼發現的呢？因為我熟的是亞當史密斯，所以我開始去圖書館查閱

相關的資料，在閱讀的過程中，我才驚訝地發現有一個詞叫做「蘇格蘭啟蒙」。

當下我就決定要做，除了因為這是一個新發現之外，還著眼於它的重要性。因為

一個像蘇格蘭那麼小的社會，僅僅有 100 萬人口，卻能在短短幾十年內出現那麼

多重要的人物。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時空，什麼樣的現象，會創造出這些人？我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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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覺得他們特別偉大、聰明，因為我認為每一個時代都有聰明的人。但我比較好

奇的是，為什麼當時他們會花那麼多的時間、專注力去探討經濟秩序、法律秩序、

道德秩序、社會秩序、政治秩序或者是宗教秩序的問題，這剛好是我有興趣的。

我一開始說過，我的知識興趣是與社會學密切相關的，在我看來，亞當史密斯在

某種層面或意義上也是一個社會學家。 
 舉例來說，亞當史密斯在討論經濟問題時，即是採用「秩序」的觀點，什麼

是秩序？秩序就是一種規則，它告訴我們的是一種不變，在這種不變中我們可以

進一步發現「變」的意義。因此，變與不變是一種辯證性的關係，要在秩序這個

概念裡面才可以去掌握、去了解。所以對我來說，他們所討論的經濟問題(如：

市場機制)就是一種對於秩序的探索，也反映出 18 世紀的人對於世界的理解。 
 
 
Q4： 

最後，想請陳教授跟我們分享一下研究西洋史應該具備的基本能力，並以前

輩的身份給予學弟妹們一些鼓勵與建議。 
 
A: 
 我相信師大改變蠻大的，我唸師大研究所的時候，師大大學部就讀研究所的

學生比較少，教書的人反而比較多。我覺得師大學生的資質都還不錯，可是學術

的企圖心相對於台大、政大而言比較弱，這是事實。但這是以前的條件，現在當

然不一樣，以前可以安安心心地去中學教書，現在卻沒有辦法。不過，我覺得文

化存在著一種惰性，比較不容易改變，就是一種氣氛在那邊，說不定那個氣氛慢

慢在改變，但還沒有完全改變，例如師大學生到別的學校、科系旁聽的情況跟台

大比起來還是比較少。可是，這是我非常多年前的印象，說不定今天已經不存在，

而這是當時我認為師大唯一需要改變的地方。 
 至於西洋史研究，我認為它沒有特別的入門，它跟研究中國史是一模一樣的。

在台灣主流大學的歷史系裡面，就專業的層面而言，對於一個年輕歷史學者養成

的要求，比英語世界高。我的意思是說，如果我們可以研究中國史，我們就可研

究西洋史，它的入門是一模一樣的。我們怎麼研究中國史的呢？在研究清代以上

的歷史，我們要會讀文言文、要能分析、考證與辨別史料，並找出有意義的問題。

除此之外，亦要能跟學者的研究成果對話，撰寫優秀的二手研究回顧，然後加以

批評，並就自己所看到的材料建構出一套新的看法，清楚自身研究的學術貢獻。 
既然我們是這樣研究中國史的，那研究西洋史也是一樣。但在現實中最大問

題是，我們沒有那個條件、花那麼多時間去做西洋史。假設我們的學生生涯可以

重新來過，我立志要做一個西洋史的學者，那我會從 15 歲的時候就去學 2-3 種

重要的語言，18 歲的時候就開始閱讀重要的史書和一手史料。但如果我們 25 歲

30 歲才決定要走這條路，當然沒有辦法走那麼遠。所以，我們該怎麼做，其實

我們都很清楚，只是有沒有那麼多的決心與時間去實踐它而已。 


